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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對宏觀經濟和收入分配都有

重要的政策啟示；另一方面，公共

部門工資也是政治家和公共政策制

訂者需要小心處理的議題。如果處

理得當，公共部門僱員和公共服務

的消費者都會滿意。透過給公務員

提供合適的激勵機制，運作良好的

公共部門工資管理也會促進公共服

務的改善和當地的經濟增長；如果

處理不當，公共部門的收入分配可

能影響公共部門運作、財政政策的

實施，甚至宏觀經濟的管理。

在發展中國家，公共部門的薪

酬問題常常會有公平與效率、公開

與不透明之間的糾纏1。對處於急

劇轉型期的中國而言，由於經歷快

速發展後形成的各階層貧富差距，

再加上公務員工資本身的政治敏感

度，圍繞公務員工資的話題常常引

起巨大的爭論。在近年的「兩會」（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和中國人民政治協

商會議）期間，關於公務員是否漲

工資就常常引發委員和代表的激烈

辯論2。而在平時，關於公務員工

資高低、提高公務員工資待遇與反

腐敗的關係也經常引發爭論。一些

在許多發達經濟體，公共部門

工資（public-sector pay）或公務員

工資（civil service pay）都是一個很

有爭議的話題。一方面，公共部門

工資往往是財政經常開支的最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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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媒體雖然盡量避談此話題，然

而新興媒體（特別是網絡媒體）卻

存在大量的討論，並延伸到人們的

日常公共辯論中。公務員和普通民

眾在此辯論中觀點往往針鋒相對，

形成共識的空間相當狹窄。

然而，與備受社會各界關注不

同的是，學術界卻並未對這一重要

的公共行政問題給予足夠的重視。

正如李應芳所言：儘管中國的公共

部門工資在定性與定量研究中均具

有無可爭議的重要性，但是，對於

中國工資政策、實踐以及向市場經

濟轉型而導致的變遷等相關研究，

卻仍然不足3。

在這一背景下，香港教育學院

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學者吳木鑾在

2014年出版了專著《中國的公務員

工資管理》（Governing Civil Service 

Pay in China，引用只註頁碼），旨

在探究中國的公務員工資管理與工

資制度改革問題。該研究的主要實

證材料來自作者在2008至2010年

間對從中央到鄉鎮等五級政府的 

人事與財政部門官員的實地訪談。

為了探究公共部門薪酬的具體實

施，作者將重點聚焦於兩省四縣的

深度訪談，分別是福建的連江縣和

閩清縣，以及湖北大冶（縣級市）

和南漳縣（頁5-6）。此外，作者還

利用了大量的財政統計資料以及與

公共財政、組織人事等相關政府文

件——其作用除了提供說明與支

持作者相關論點外，還可用於對相

關訪談敍事的交叉驗證。因此，無

論從研究議題的重要性還是實證材

料的系統性上，吳木鑾的這部專著

都是一部極具分量的開創性研究。

全書分別由九章組成：第一章

為導論，主要介紹了相關概念、理

論以及方法論；第二與第三章則考

察了中國公務員工資制度的演變，

重點解讀了1993與2006年的薪酬

體制改革；第四與第五章則主要論

述了政府間關係（分權與集權）與

工資政策的具體執行；第六至八章

分別聚焦於績效工資制度、工資水

平以及「高薪養廉」等三個問題；

在最後一章，作者對於主要發現與

理論啟示作總結，並提出相關的政

策建議。該研究不僅有助於我們理

解中國公共部門薪酬改革的動態與

複雜性，同時也對其他發展中國家

的公共部門改革與收入分配具有借

鑒作用。本文主要從中國公務員工

資制度的縱向演變、公務員工資水

平的橫向比較、工資政策的具體執

行以及「高薪養廉」等四個方面對

該書作出評介。

一　縱向演變：中國公務
　員的工資制度變遷

建國以來，中國主要經歷了 

四次公共部門工資改革，包括：

一、1956年薪酬體制改革：將政府

工作人員的工資分為30級，同時， 

為了反映各地不同的生活成本，全

國被分為11個工資區；二、1985年

薪酬體制改革：開始由以級別定工

資的職務等級工資制轉為以職務工

資為主要內容的結構工資制，而結

構工資分為基礎工資、職務工資、

工齡工資和獎勵工資四個部分；

三、1993年薪酬體制改革：《國家

公務員暫行條例》正式實施，公務員

工資分為四個部分：職務工資、級

別工資、基礎工資、工齡工資，同

時確定機關與企業、事業單位實行

吳木鑾的《中國的公

務員工資管理》旨在

探究中國的公務員工

資管理與公務員工資

制度改革問題，不僅

有助於理解中國公共

部門薪酬改革的動態

與複雜性，也對其他

發展中國家的公共部

門改革與收入分配具

有借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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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書評 不同的工資制度；機關工作人員的

平均工資水平與企業相當人員的平

均工資水平大體持平；四、2006年 

薪酬體制改革：不再保留基礎工 

資和工齡工資，級別工資的權重有

所加大，同時，公務員的工資級別

從1993年開始實施的15級調整為

27級4。吳木鑾認為，公務員薪酬

制度的變遷反映了中國社會經濟與

意識形態的轉變（頁25）。改革開

放（尤其是1990年代）以來，中國

基本引入了市場經濟體制，在此 

背景之下，中央政府在公共部門人

力資源管理中逐漸引入了一些「績

效」元素。這反映在薪酬制度之上，

便是1985年的獎勵工資改革以及

1993年地區津補貼等制度改革。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公務員系統

在1993年的薪酬體制改革中才得以

正式建立（之前為幹部系統）。

為了更好地理解工資制度的變

遷與工資政策的實施，作者在書中

還歸納了中國公務員工資制度的 

基本原則。改革開放之後，在社會

主義意識形態與中國傳統基礎上，

四條公務員工資原則逐漸確立：

一、按勞分配原則；二、基本工 

資（base pay）與可變工資（variable 

pay）並存原則；三、薪酬對等（pay 

parity）原則（比如公務員工資水平

與教師工資水平掛鈎等）；四、工

資設定取決於行政部門等原則（頁

26-30）。不難看出，上述原則的主

要目標在於，政策制訂者試圖在公

平與績效之間取得平衡，即在各地

區各部門公務員之間合理分配「績

效薪酬」與「基本工資」。

然而，就地方而言，當與績效

相關的薪酬制度在1980年代中期

引入後，這一部分工資佔總工資的

吳木鑾認為，公務員

薪酬制度的變遷反映

了中國社會經濟與意

識形態的轉變。在市	

場經濟體制背景下，

中央政府在公共部門	

人力資源管理中逐	

漸引入了一些「績效」	

元素，例如1985年的	

獎勵工資改革以及

1993年地區津補貼

等制度改革。

資料來源：1987年之前的數據來源於國家統計局社會統計司編：《中國勞動工資統計資料，

1978-1987》（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89）；1988年及之後的數據來源於國家統計局編：

《中國統計年鑒》（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89-2013）。

說明：（1）1980至2008年根據公務員職工平均工資計算，2008年之後根據公務員就業人員

平均工資計算，這不影響地區之間公務員收入差距的比較。（2）由於海南省與重慶市沒有成

為省級行政單位，1980至1987年的分組為29組；1988至1996年則未包括重慶，故相應分

為30組，其中1993年雲南的數據缺失；1997年及之後的數據均分為31組。（3）基尼系數愈

大，說明各地區公務員工資收入之間的差距愈大。

圖1　各地區公務員平均工資基尼系數（1980-2012）

0.05

0.07

0.09

0.11

0.13

0.15

0.17

0.19

0.21

19
80

19
85

19
86

19
87

19
88

19
89

19
90

19
91

19
92

19
93

19
94

19
95

19
96

19
97

19
98

19
99

20
00

20
01

20
02

20
03

20
04

20
05

20
06

20
07

20
08

20
09

20
10

20
11

20
12

 各地區基尼系數 
 各地區基尼系數（除上海） 

c154-201506012.indd   144 16年4月7日   上午10:20



如何管控中國	 145	

的「紅領俸祿」？	
比重便不斷攀升。尤其是1993年的 

地區津補貼改革，雖然一方面使得

地方政府可以運用地區附加津補貼

來調整本地區或本單位的工資，並

在人事管理方面有所創新，但是地

區附加津補貼也可以成為個別機構

或個人「自肥」的工具。因此，地區 

津補貼與當地生活成本、工資差距

關係不大，完全取決於政府部門的

汲取能力5。從1990年代初期到

2005年，中國各地區公務員工資的 

基尼系數持續上升（圖1），由此可

見，1993年薪酬體制改革實際使得

公務員工資進入了地區差異不斷擴

張的時代，這直接導致了2006年公 

平工資政策（equal pay policy，也

有媒體稱為「陽光工資」）的引入6。

二　橫向比較：公務員的
　　工資水平到底是高還
是低？　　　　

公務員的工資水平到底是高還

是低？這是中國公務員工資研究中

的重要問題，也是社會上關於公共

部門工資辯論的核心問題。在計劃

經濟時代，部門或行業間的平均工

資差異較小，而幹部的工資也主要

用於滿足基本生活需要。作者指

出，從1957年到1990年代初期，

公共部門薪酬制度的主要表現就是

「合理的低工資政策」（頁153）。而

從改革開放以來，與其他行業相比

（圖2），公務員的正式工資整體上

處於中等偏下的水平7。

當市場化浪潮席捲中國的多數

部門與行業時，中國的公務員工資

始終處於略帶傳統觀念的嚴密規制

之下。作為最具「計劃」色彩的政府

部門僱員，公務員的工資水平與政

府的工資政策調整息息相關。改革

開放伊始，公務員平均工資整體 

上處於中等水平（圖2）。但是隨着

市場化浪潮席捲農業及其他相關行

業，公務員工資水平在1980年代

中後期以及整個1990年代均處於

中低水平。尤其是到了1980年代

末期，甚至出現了「造導彈不如賣

茶葉蛋、拿手術刀不如拿剃頭刀」

當市場化浪潮席捲中

國的多數部門與行業

時，中國的公務員工

資始終處於略帶傳

統觀念的嚴密規制之

下。作為最具「計劃」

色彩的政府部門僱

員，公務員工資水平

與政府的工資政策調

整息息相關。

資料來源：同圖1。

說明：（1）1978至1992年，中國統計機構匯報了國內15組職業工資情況（沒有匯報「其

他」）；1993至2002年，分為16組職業匯報各自工資情況；2003年之後，則劃分為更細緻

的19組職業匯報工資情況。（2）絕對排名指的是公務員工資水平在相應年份的所有組別中的

收入排名，而相對排名則是絕對排名與分組數量的比值：數值愈小則排名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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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書評 的局面8。這也直接促成1989年

國務院決定給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

工作人員普調一級工資，並在此基

礎上重點解決專業技術人員工資體

制中的一些突出矛盾。

隨着1990年代末實物分房制

度終結，在市場經濟環境下民營行

業收入顯著提高的大背景之下，公

務員群體高福利、低風險的優勢對

於低工資所起的「對沖」作用急劇

減弱。除了應對金融危機、擴大內

需之外，這也是二十世紀末國家多

次提升公務員工資的重要原因。時

任總理朱鎔基在1999年兩會等諸

多場合公開表示，政府將給公務員

加薪以「提高公務員尊嚴」與「工作

積極性」，並「有必要做到『以薪養

廉』」9。如前所述，2006年的薪酬

體制改革大大「拓寬」了公務員的 

工資級別（由15級增加至27級），

這實際上變相提高了多數公務 

員的工資收入；其工資相對水平 

也有明顯上升，甚至2007年的相

對水平（0.42）比1978年（0.47）還要

高（圖2）。然而2008年之後，隨着

其他行業平均工資較為快速的增

長，公務員的工資水平又被急劇

「拉低」。

總體而言，相對於金融業、製

造業工資更多地受到「市場調控」，

公務員工資的增長則更多地體現了

「行政干預」的一面。具體來看，

這種行政干預包括對於工資漲幅程

度的控制、國家工資調控政策對於

「老少邊窮」地區的明顯傾斜，以及

公務員編制體系對於公務人員規模

的管控等等bk。

此外，更為關鍵的是，有研 

究者指出，一般公務員工資並非 

其收入的全部。在正式工資之外，

大量未報告或非官方的非工資收入

（福利）並未體現在公開的「賬面」

之上bl。吳木鑾指出，通常這些額

外收入都是以獎金或津貼的形式 

發放，且款額在各層級政府間差異

較大——在富裕的沿海省份，這一

部分收入通常是正式工資的100至 

200%，而在欠發達的中西部省份， 

該部分收入則為正式工資的30至

40%。因此，作者按照最低的標準

（額外福利為正式工資的30%）估

算，在2003至2010年間，公務員

在十九組職業中的收入排名從第十

上升到第四（頁170-71）。這也間接

解釋了中國持續多年的「公務員熱」

現象。

三　數據之外：公務員工 
　　資政策的具體執行　

從1997年7月到2006年7月，

中央政府總共實施了六次全國公務

員調薪政策。雖然中央專門建立了

公務員工資專項轉移支付，但這些

政策依然給地方財政帶來了較大困

難。根據作者對於基層公務員工資

單資訊的測算，其賬單中的60至

80%來自地方政府（頁20）。因此，

在此期間，各地縣鄉政府不斷出現

公務員工資被拖欠的問題——「拖

欠」是指地方在執行中央工資政策

時未按照要求標準發放（頁67）。

根據作者的實地調研，即使在財政

資源較為充裕的福建省的一些縣級

政府機構，這一現象依然存在。

究其原因，筆者認為，一方

面，地方政府在財政支出結構上通

常重投資、輕消費，重基建支出、

輕人力資本建設，因此，用於公務

各地縣鄉政府不斷出

現公務員工資被拖欠

（未按照要求標準發

放）的問題。根據作

者的實地調研，即使

在財政資源較為充裕

的福建省的一些縣級

政府機構，這一現象

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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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紅領俸祿」？	
員普調工資的財政收入也可能被挪

用於其他支出（如投資建設）；另一

方面，工資發放與政策制訂涉及到

多個部門（如財政、人事與編制辦

等），而這些部門間的協調不力與權

責模糊，也會使得地方在執行政策

時要麼陷入困境、要麼存在漏洞。

與公共部門薪酬管理息息相關

的是薪酬制訂模式，而該模式又與

政府間財政關係緊密相關。作者認

為，按照集權與工資高低來劃分，

改革開放以來，1985年薪酬體制

改革至1993年薪酬體制改革初期

（1993-1996）是「高分權—低工資」

時代，1993年薪酬體制改革後期

（1997-2005）為「高分權—高工資」

時代，而2006年薪酬體制則與改

革開放前集權程度相似，是「高集

權—高工資」時代（頁123）。因此，

2006年的薪酬體制改革實際上是

中央試圖通過集權化管理縮小公務

員收入的地區與部門差異，以「公

平」取代「績效」成為工資政策的主

要目標。這從國務院工資改革文件

開篇的目標陳述便可看出：「努力

解決當前公務員收入分配領域存 

在的突出矛盾，逐步縮小地區間收

入差⋯⋯」bm2006年前後，各地公

務員工資收入的基尼系數到達頂 

峰（圖1）。而且，公務員之間的收

入差距在省內可能更大。比如，

2001年廣東有關部門進行了官方

的工資水平調查，發現深圳市的科

員或東莞市的科長的工資水平比大

多數其他地方的處長還高bn。

而2006年工資調整政策的主

要方式則是，通過調整工資結構

（如細化級別工資、實施地區附加

津補貼等）、調控工資漲幅程度等， 

從而「有效調控地區工資差距」，並

「逐步將地區工資差距控制在合理

的範圍內」；中央政府的收權，則

主要是通過工資審批權限進行的，

即地方的津補貼標準需要根據「下

管一級」的辦法報請上級政府審 

批bo。顯然，這一系列旨在縮小地

區間公務員工資收入差距的調整基

本達到預期目標：2006年之後， 

各地區公務員工資收入的基尼系數

穩步下降到1997年的水平（圖1）。

四　「高薪」是否可以 
「養廉」？ 　

公務員的收入與腐敗之間的關

係，是一個頗受學界關注的熱點問

題。諸多研究如經濟學視角的效率

工資（efficiency wage）假說bp、妥

協工資（capitulation wage）理論bq，

以及社會學視角的公平工資（fair 

wage）理論br等認為，較高水平的

工資與較低程度的腐敗之間存在着

邊際相關性。為了補充公平工資理

論，作者在之前的研究中也提出了

「相對剝奪」的假說bs：與公私部門

之間的工資不平等相比，政府內部

的工資不平等將產生更嚴重的負面

影響；當公務員與其他部門同事比

較（特別是一些「清水衙門」與「油水

部門」的公務員之間的比較），發現

自己的工資嚴重偏低時，往往會產

生極度的「相對剝奪感」，並有可能

通過貪腐獲得心理補償（頁175-76）。

在這些研究基礎之上，一些學

者提出「高薪養廉」或「以薪養廉」

的政策建議bt。其實，作者在書中

一筆帶過的清朝特有的「養廉銀」

制度（頁175）便是現在一般所說的

「高薪養廉」的制度模板ck。然而，

與公共部門薪酬管理

息息相關的是薪酬制

訂模式，而該模式又

與政府間財政關係

緊密相關。2006年

的薪酬體制改革實際

上是中央試圖通過集

權化管理縮小公務員

收入的地區與部門	

差異，以「公平」取代	

「績效」成為工資政策

的主要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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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將地方行政費用歸於地方首長

所有，從而導致清朝地方貪腐情況

為史上之最。這也說明，「高薪」能 

否「養廉」，還與相關的配套制度設

計與監管體系密切相關，即「高薪

養廉」的背後實際是對一個國家整

體的財政制度、監察制度以及公務

員薪酬制度的綜合考驗。這也是作

者在書中第八章「工資與腐敗」想

要表述的核心觀點。

根據作者的實證研究，就中國

的個案而言，公務員薪酬高低和腐

敗沒有直接的線性關係。根據最高

人民檢察院的公開數據，作者發現

「大案」與「要案」在1998至2008年

的上升趨勢均十分明顯（頁190-

91），這也說明，腐敗發生與發展

的勢頭並沒有隨公務員工資上升 

而減弱。這是因為，腐敗是一個 

複雜的社會問題，而公務員低工資

僅僅是腐敗嚴重的重要原因之一

（頁193）。與此同時，腐敗被揭發

往往存在一定的潛伏期，對於貪腐

的懲處與法律不健全等因素也進一

步使「高薪養廉」的收效大減。相

對於從公務員收入方面解決官員腐

敗與廉政建設而言，如何將公眾參

與和社會監督制度化才是遏制腐敗

勢頭的有效手段。此外，更為重要

的是，從實證主義的科學研究而

言，「高薪」與「廉潔」之間很可能並

非因果關係，即「高薪」可能源於

持續的經濟增長，而「廉潔」則可

能得力於嚴密的反腐制度建設，而

並非是高薪「養出」了廉潔。因此，

從諸多國家的經驗表明，廣泛、有

效的公眾建言、舉報和監督機制，

是大大地提高反腐效果的必要制度

建設。

五　餘論

公務員的薪酬改革至關重要，

其成效往往會直接影響到其他重大

的政府改革（如財政管理和預算制度 

改革、政府組織改革等），也會直接

關係到公共部門績效，並衍生種種

社會問題。總體來看，本書的諸多

發現——尤其是作者對兩省四縣

實地調研資料的分析與發現——

具有重要意義。作者在書中想要向

讀者展示這樣一幅圖景：公務員工

資的治理過程基本是多方參與和多

輪博弈的結果。然而，由於中國正

處於巨大轉型過程之中，而其政府

間與部門間關係又極為錯綜複雜，

試圖完全展現公務員工資管理過程

的全貌顯然是極為困難的。因此，

從某種程度上來講，本書也存在一

定的不足。

首先，本書各章節雖然緊緊圍

繞「中國公務員工資管理」這一主

題展開討論，但從整體而言，全書

的結構還不夠緊密。從第二到第八

章，其中的一或兩章分別對公務員

工資的某個方面進行了探討，比如

工資制度變遷、工資政策具體執

行、公務員收入比較，以及公務員

收入與腐敗等，但這些主題之間的

邏輯性似乎並未得到充分且嚴密的

論述。例如，作者在第三章介紹了

公平工資制度，然後在第六章論述

了公務員薪酬制度如何「退出」績

效工資制度；而這兩個章節本應是

在邏輯與論證上緊密相承，從而加

強有關公務員工資制度「公平」與

「績效」之爭的論述，但作者卻將兩

個主題分散在前後互不銜接的兩

章。再如，第二章關於建國以來中

國公務員薪酬體制的四次改革回顧

中國公務員薪酬高低

和腐敗沒有直接的線

性關係。腐敗發生與	

發展的勢頭並沒有隨

公務員工資上升而減

弱。腐敗是一個複雜	

的社會問題，而公務

員低工資僅僅是腐敗

嚴重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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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紅領俸祿」？	
和第五章關於中國公務員薪酬管理

體制的集權與分權設置，後者的論

證是建立在四次薪酬體制改革之

上，但同樣也被放在兩個看起來不

太緊密連繫的章節之下。

其次，由於本書主要使用的是

定性訪談資料以及相關的財政資料，

所以對於部分問題論證的充分性顯

然有所不足。比如，對於公務員收

入與腐敗等問題的分析，僅僅使用

描述性數據似乎難以進行嚴格的論

證。在第八章中，作者分別單獨觀

察了中國腐敗指數與公務員工資的

增長趨勢，並提出了「更好的薪酬

為何並未降低中國腐敗程度」這一

問題（頁193）。作者雖指出低工資

是腐敗的原因之一，但公務員薪酬

與腐敗程度之間的因果關係複雜，

無疑需要在充分考慮更多其他變量

的情況下，方能作出更為全面的分

析，並進而提出更具說服力的假

說。因此，如果作者能進行更為全

面的統計分析，無疑將使得本書對

於部分問題的解釋更為充分。

儘管尚存一些不足，但是本書

所提供的信息與分析依然意義重

大，可以在較大程度上幫助相關研

究人員和政策制訂者了解中國公務

員的工資管理及其問題所在。作者

在本書結論部分所提出的政策建

議——將工資管理權下放到地方

政府以因地制宜、加強人事與財政

部門的合作，以及在嚴格控制非正

式工資收入的情況下適當擴大正式

工資的差異等等（頁204-207），也

為下一步的薪酬制度及收入分配改

革提供了方向。

除此之外，筆者以為至少還有

兩點政策建議是值得討論的：第一，

如何將公務員薪酬改革整合為一系

列配套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增

強改革之間的「組合效應」。比如，

國務院於2014年7月正式公布了「公

務用車制度改革」方案，與之相配套

的是，如何制度化地將「車補」納入

公務員薪酬管理體系之中，使之成

為公務員合理、透明的收入來源。

第二，無論是集權抑或是分權

的公務員薪酬管理體制，均沒有解

決其中最為核心的關鍵問題，即公

務員薪酬調整的合法性來源。目前

為止，無論是調整工資結構或是增

加工資總額，幾乎都是由行政機關

（國務院）一手制訂並通知實施。

這也是作者在書中多次提到的，以

行政機構人員為主要組成部分的公

務員，其薪酬管理主導權卻掌握在

最高行政機構手中。這不僅可能削

弱公務員薪酬管理改革的績效，而

且更為嚴重的是難以獲取民眾對公

務員薪酬改革的認同。這也是為甚

麼在兩會期間「公務員漲薪」等提

案一經公開便會遭受巨大輿論壓力

的根本原因所在。因此，如何保障

立法機關（各級人大）對公務員薪

酬改革方案的事前調研、公開討論

與審查，並與相關的公眾聽證制度

相配合，將是未來公務員薪酬管理

體制改革的重中之重。

註釋
138　Fang	Lee	Cooke,	“Public-	

sector	 Pay	 in	 China:	 1949-

2001”,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15,	 issue	4/5	 (2004):	895-916;	

895;	911.

2	 在中國，政治敏感性還可能因	

為傳統的意識形態特徵被加強，

比如新中國計劃經濟體制內長期	

存在的重生產、輕分配的傾向，

本書各章節雖然緊緊

圍繞「中國公務員工

資管理」這一主題展

開討論，但從整體而

言，全書的結構還不

夠緊密。此外，本書

主要使用定性訪談資

料以及相關的財政資

料，如能進行更為全

面的統計分析，對於

部分問題的解釋將更

為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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